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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木炭作为重要的植物遗存，是重建植被历史、恢复古气候、探讨早期人类活动的理想材料。准确

识别木炭以及获取有代表性的样品是顺利开展研究工作的先决条件；木炭的定量研究可提高植被类型及

其演替历史的研究精度；而其内部特殊结构组织的观察将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本文基于近年来国内外

最新研究成果，对木炭的鉴别，样品的采集、鉴定和统计等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并提出该指标研究

过程中仍需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

关键词：木炭；第四纪；考古；古环境；方法

中图法分类号 :  Q914.2+1；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0-3193(2016)01-0149-12

Methodology in Fossil Charcoal Analysis

SUN Nan1, 2, LI Xiaoqiang2

1. School of Earth Science and Resourc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2. Key Laboratory of Vertebrate 
Evolution and Human Origin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Fossil charcoal results from incomplete burning, and retains the anatomic character of 
the original wood, has distinct advantages and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reconstructing terrestrial 
vegetation, paleoclimate and human activity. Nevertheless, fossil charcoal is information rich 
but yet is an under-utilized resource because of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method in this 
discipline. Understanding of how charcoal might be recognized in the field and obtaining 
representative sample are crucial for the charcoal study; and proper research method will expand 
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the proxy. Recently,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ossil charcoal ha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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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exploring the vegetation type and its succession history; also, the 
observation of some special construction such as fungi, radial cracks and reflectance within 
the fossil charcoal can get more information.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today, systematic review the procedure of fossil charcoal analysis (from identification 
to statistics analysis), and introduce the method of charcoal recognition and sampling in the filed; 
in addition to this, we point out the questions that remain to be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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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陆生植被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利用的重要资源之一。因此，过去

陆生植被研究不仅可以重建气候和生态环境变化特征与历史，也有助于理解早期人类活动

的特征、方式和强度。孢粉、植硅体和种子等重要植物指标已被广泛用于重建区域植被、

气候、生态和人类活动
[1-5]

。其中孢粉是植被重建的传统指标，而由于其自身产量、传播

及保存等一系列问题的多变性，鉴定精度的局限性，阻碍了古植被研究精度的进一步提

升。植硅体在草本植物尤其是禾本科植物研究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成为鉴定和分辨野生

稻和栽培稻
[6]
，识别和区分粟 - 黍作物，探讨农业起源与发展的有效手段

[4]
。近几年来，

木炭（Fossil Charcoal）作为一种重要的植物遗存开始被科学家所关注，该指标在区分木

本植物类型方面优势突出，且其鉴定精度可达到属甚至种，成为判别植物类型、恢复植被

特征
[7-10]

，理解早期人类活动的有效指标和重要途径
[11, 12]

。

木炭是碳化作用的直接结果，具有含碳量高，化学性质相对稳定，耐腐蚀，易保存

等特征
[13]
，在考古遗址中尤其常见，被视为早期人类用火的直接结果。遗址资源域分析（Site 

Catchment Analysis）发现史前农耕群体的开发领域通常在 5km 或 1 小时步行的半径范围

之内
[14]
，基于 “ 最省力原则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木炭遗存主要来自聚落周边植物，

不仅代表先民使用的薪材类型，也直接反映了地方性植被信息
[15, 16]

，成为重建地方性植

被和早期人类活动的理想材料。

目前，我国木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缺少一整套系统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本文将基于近年来木炭的研究工作，并结合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对木炭的鉴别，样品的

采集、鉴定和统计等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以期有助于木炭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入。

2 木炭的鉴别及其研究简史

绝大部分木炭都是植物在火作用下不完全燃烧的产物
[17, 18]

，由于碳化作用而呈现黑

色，常保存在不同地层中。然而，地层中出现的黑色沉积物并不都是木炭，还可能是煤或

其它黑色矿物碎屑。对比发现，不同黑色沉积物内部结构及物理特性等具有明显差异，因

此，以下要素成为我们正确识别木炭的关键 [19]
（图 1）：1）木炭不仅外表颜色为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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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条痕色仍旧是黑色；2）放大镜下木炭

有明显的木材解剖结构特征；3）经碳化

作用的木材性脆易碎，其保存大小一般

不超过 2 cm（后期若经历矿化作用，可

保存较大体积
[20]
）；4）从断口类型上来

看，木炭为锯齿状或粉末状，煤为贝壳状；

5）从光泽度上来看，木炭的光泽度不如

煤或其它矿物高。

为方便研究，一般将小颗粒的碳化

植物碎片称为炭屑（Charcoal, <1 mm），

它们主要保存在各类沉积物中，可作为火

活动和火历史研究的良好代用指标
[21-23]

。

通常以 125μm 为界，大炭屑（>125μm）

图 1 木炭鉴别要点 ( 据参考文献 [19])
Fig.1 Schem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arcoal[19]

主要反映地方性火活动，小炭屑（<125μm）则主要反映区域性火活动
[24, 25]

。

本文所涉及的木炭（Fossil Charcoal）特指颗粒较大（>1mm），在镜下可清楚观察

其内部组织结构的碳化植物遗存。这种植物遗存早在 1864 年就引起了意大利科学家 G. 
Passerini 的关注，随后瑞士科学家 O. Heer 在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遗址中均发现了木

炭遗存。直到 20 世纪初，法国科学家 H. Breuil 才首次对木炭进行了分析
[26]
。上世纪四十

年代以来，木炭研究全面展开
[27-33]

，并随着反射光显微镜的引入而得到快速发展
[34-40]

。到

八十年代初，木炭已开始较广泛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中，并在九十年代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

方法论
[41-48]

。与此同时，科学家也一直在探讨木炭在古生态研究中的意义
[49]
。本世纪以

来木炭研究已步入系统化，成为考古、古环境、地质等领域的一个重要指标。后文将就目

前广泛采用的木炭研究方法进行介绍。

3 样品采集与统计

地层中木炭的获取一般采用浮选法
[50]
，该方法的使用将极大提高样品获取的数量和

质量，从而可使我们对当地木本植物种属及植被类型的认识更加准确
[51]
。首先，对取样

点地层进行分层，每层采用 20 升标准袋获取足量样品，选择 60 目的筛网借助流水作用将

土滤净，随后将筛网上的残余物全部装入样品袋，带回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挑选，将其中的

木炭、种子、动物遗存等分别收集。另外，考古发掘中，针对不同的考古单元（如房址、

炉膛、墓葬等）也可专门拣选有代表性的木炭，便于讨论先民对木材的选择性利用。

早期木炭研究多是定性分析，仅体现了研究区所出现的木本植物种属，而缺少量的

概念，因此，难以从中判定优势种、建群种等群落特征，无法还原植被类型及其演替历史，

使木炭指标的应用受到极大限制。同时，埋藏于地层中的木炭容易受到沉积后作用（post 
deposition）的影响而发生破碎，并在样品浮选的过程中进一步破碎，使我们难以确定各

种木炭的原始含量。

为了解决木炭量化研究的问题，学者做了大量探讨，目前普遍认为当木材转化为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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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属木炭的物理化学性质均较相似，在相同环境条件下破裂的程度基本一致，那么某

种属的碎块在地层中的含量就与该种属本身含量具有直接关系
[46]
。因此，对木炭碎块进

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木炭组合特征，进而查明群落特征、恢复植被历史。

目前，“百分含量”和“频度”是木炭量化统计中普遍使用的两个指标，其中“百分含量”

是指一个样品中某种木炭数量与木炭总量的百分比值；“频度”是指某种木炭在不同样品

中出现的次数与样品总数的百分比值。根据不同种属木炭“百分含量”的变化绘制图谱（利

用 Tilia 或 C2 软件制图），便可直观的呈现木炭组合及其变化特征。

为了获取较为完整的植被组成信息，我们往往需要鉴定尽可能多的木炭数目。当样

品数量较大，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需要寻求一种合理的统计方法。研究发现，木炭的类

型及其百分含量随鉴定数目的增多而变化，当鉴定数增多到一定量时，不再有新的类型出

现，同时不同类型的百分比也趋于稳定
[52, 53]

，这种木炭类型变化趋势线即为饱和曲线，

达到饱和时的木炭数目为该样品的理想鉴定数目。不同气候环境及地形地貌条件下所对应

的植被类型各异，其种属丰富度也有所差别，因此，难以用统一标准确定木炭样品鉴定数

目的下限。Keepax 建议温带地区一个样品的木炭鉴定数应不少于 100 块
[52]
；而 Chabal 等

认为一个样品应至少鉴定 250 块木炭，400-500 块最为理想
[54]
。

黄土高原西部天水盆地大地湾遗址木炭研究显示
[55]
（图 2），当统计的木炭数目小

于 20 块时，出现的种属数目随着所统计木炭数目的增多而呈线性快速增长，当木炭统计

数目达到 40 块时，出现的种属占所有种属的一半以上，随后新增种属个数增长速度变缓，

木炭统计数目达到 80 块后，新增种属增长速度十分缓慢，当木炭统计数目达到 110 块后，

无新增种属出现。天水盆地位于暖温带季风区，因此，我国北方温带地区选取不少于 100
块木炭进行鉴定，基本可以满足统计要求。当然，不同气候环境特征和植被类型地区应对

应不同的木炭饱和曲线，南方植被类型丰富的地区，所需统计的木炭数目可能应适当提高。

考虑到一些灌木或乔木幼枝产生的木炭较乔木树干的小，在统计分析过程中若仅选

取大小相近的木炭会在解释该组合的过程中产生偏差
[56]
，因此，为了所统计的木炭组合

更具代表性，在选取木炭鉴定时可随机分出一部分样品并对其中的木炭全面分析
[57]
，或

在鉴定过程中有意选择不同大小及形状的木炭
[58]
，另外也可用不同孔径的筛网将样品分

成不同粒级，并在每个粒级中随机选取木炭进行鉴定
[59, 60]

。

图 2 大地湾木炭饱和曲线图
Fig.2  Identification saturation curve of fossil charcoal from the 

Dadiwan site

木 炭 本 身 是 良 好 的

AMS14C 测年材料，木炭的
14C

年龄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考虑

到一些乔木的生长时间较长，

可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树

木幼枝或者小灌木一般生长时

间较短，因此，为提高木炭样

品测年的精度，应尽量选取幼

枝部分或小灌木这些生长时间

较短的木材
[61]
。对于大多数木

材而言，生长时间越短木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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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生长轮曲率示意图 [65]

Fig.3 Test card for evaluation of tree-ring curvature[65]

直径越小，而木材原始直径大小可通过木炭横切面生长轮的曲率进行判断 [62-64]
。显微镜

下观察可发现木材直径与曲率变化成反比（图 3），幼枝生长轮的曲率较大，而树干或生

长多年的树枝生长轮曲率较小甚至较为平直
[65]
。因此，镜下统计样品的过程中，应仔细

观察木炭生长轮的特点，以便选取合适的测年样品。

值得注意的是，灰坑或文化层中的木炭多来源于先民所用薪材，以树枝为主，因此

样品曲率越大表明树枝越细小，也相对更加年轻。而房址中的木炭则多为建筑用材，以多

年生长的大树树干为主，木炭可能来源于树干中心到外部的任一部位。由于树木生长轮是

由位于韧皮部和木质部之间的形成层周期性生长的结果，因此最外部的生长轮最年轻。树

干生长轮的曲率由内向外逐渐减小，那么最外部生长轮的曲率也最小，此时选取曲率最小

的样品测年将更具代表性。

4 木炭种属的鉴定方法

木炭种属的鉴定是以现生木材解剖特征为重要依据，按照木材鉴定方法完成。首先将

木炭样品手工切出横切面、径切面、弦切面三个新鲜面
[40]
，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三个切面

特征
[66, 67]

（图 4），将特征表现一致的样品归为一类，然后将不同类型的木炭样品分别选取 1-2
个，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下进一步拍照并观察，对比现代木材标本与图版确定种属。

木炭鉴定的顺序一般从横切面开始，主要观察木材的生长轮、树脂道（针叶材）、

树胶道（阔叶材）、管孔、薄壁组织、木射线等结构的形态及其组合特征，确定其所属科

等大类；然后在径切面上观察管胞、导管与射线细胞的形态特征及其上所出现的附属结构

（纹孔、加厚等），导管穿孔形式，射线与导管（管胞）交叉区纹孔式等；最后结合弦切

面上木射线特征（宽度、高度、数量、叠生等）最终确定种属。

木炭的解剖结构可以带给我们种属的信息，除此之外，一些特殊结构组织的出现可

提供更多的关于人类活动的信息，对生物考古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以往的研究由

于经验的缺乏可能会对这些特征 “ 视而不见 ”。另外，考古木炭材料的稀缺性和有限性等

也要求我们尽可能在较少的样品中挖掘最多的信息。因此，木炭的以下特征也有必要进行

细致的观察和认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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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木材与木炭中的菌丝 [68]

Fig.5 Wood and charcoal fragments with fungi[68]

菌丝（Fungi）  鉴定木炭的过程中可能会观察到一些菌丝（图 5），根据菌丝出现的

部位可帮助我们判断木材在转变成木炭之前的生理状况。若菌丝附着在木炭表面，表明其

出现于木炭形成之后，也说明原始木材是健康的；若菌丝出现在木炭内部，则代表木材在

燃烧之前已经腐朽
[68]
。这一特征对于探讨考古遗址中薪材的来源十分有效。已有研究发现，

考古遗址中的木炭内部常见到菌丝，表明先民生活用火的木材大多来源于枯木
[69, 70]

；而

当一个遗址被长期占据，枯木不足以维持日常生活时，先民会砍伐周边树木作为薪材
[16]
，

图 4 木炭三个切面
Fig.4 The transverse, radial and tangential sections of fossil char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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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木炭内部出现菌丝的几率将会减少，进一步证明了 “ 最省力原则 ” 的合理性。

径向裂纹（Radial cracks）  裂纹是木炭表面的常见现象，它的形成与原始木材的含

水量具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讲，新鲜木材比干木材含水量高，当其中水分减少后木材各组

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收缩，而高温条件下的碳化作用会放大这一现象，据统计，木材纵向

收缩幅度在 6.5-24% 之间，而横向则可达 12%-35%[71-74]
，因此，由新鲜木材形成的木炭表

面会出现大量径向裂纹
 [75-77]

。

干木材在碳化过程中，由于其内部残留结合水的蒸发
[78, 79]

，或木质素的塑性流变
[47]

也会出现裂纹。与新鲜木材相比，二者所产生径向裂纹的大小和数量明显不同。经碳化作

用的新鲜木材表面裂纹通常小而密集，干木材的裂纹则大且稀疏
[80]
（图 6），该特征是我

图 6 新鲜木材（a、b、c）和干木材（d、e、f）径向裂纹对比
Fig.6 The radial cracks on the green wood (a, b, c) and the seasoned wood (d, e, f)[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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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判别先民选择新鲜木材或干木材作为薪材的一个重要标准，据此，可进一步探讨人类活

动对周边环境影响。若遗址中木炭多来源于新鲜木材，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地面枯木已经不

能满足先民的生活需要，人类开始对遗址周边植物进行砍伐。通过地层中木炭种属组合及

木炭表面径向裂纹特征随时间的变化，可解读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方式与强度。

反射率（Reflectance）  目前，反射率也成为木炭鉴定的一个重要参数。实验发现木

材碳化过程中反射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13,73,81]

，当温度恒定时，反射率随着时间的积

累也会有所增加
[81-83]

，但在 4-5 个小时以后会趋于稳定，不再变化。因此，可通过测定木

炭的反射率来确定木材的燃烧温度
[56, 83]

。

人类活动遗址中，木材燃烧温度的确定将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薪材的用途、区分早期

人类活动属性给予更多证据。比如，一般用于日常生活的燃烧温度在 300°C-800°C之间
[81]
，

而用于工业生产如烧制陶器和金属冶炼等活动的燃烧温度则大于 800°C[84]
。需要注意的是

在相同温度条件下，被子植物的反射率比裸子植物高
[73]
，因此，在应用该参数时应首先

确定植物种属。

早期地层中的木炭及炭屑浓度常被用于研究火活动历史，而木炭能否完好保存于地

层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木材燃烧温度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形成于 300°C 以下的木炭在地

层中容易发生降解而导致浓度降低，形成于 400°C 以上的木炭在地层中易保存。这一特

点表明，如果仅以地层中木炭含量来判断火活动的强弱，将可能造成误差
[85]
，测定木炭

反射率可以对数据解释给予更多证据。

5 综述与展望

5.1  研究综述

目前，木炭已成为地质学和考古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指标，有着一整套系统的研究手

段和方法（图 7）。野外采样可使用浮选法和挑选法两种方法进行，随后在实验室进一步

分选，获得研究样品；通过木炭饱和曲线研究确定样品用量；根据现代木材鉴定方法确定

木炭种属，绘制木炭图谱，重建古植被及其演化特征，并探讨其与古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关

系；观察木炭内部菌丝、径向裂纹及反射率等特征，结合木炭组合及其变化特征探讨早期

人类对木材的利用。

在木炭实际研究过程中，需首先明确研究目的，然后选择研究地点、材料和方法。

在进行古植被、古气候和人类活动研究时，一般选取包含人类长期活动遗存的文化层，采

用浮选法获得木炭样品，尽量避免和减小由于 “ 人类选择使用木材 ” 对木炭种属组合的影

响。在研究早期人类对木材的选择性利用时，可针对考古遗址中不同功能单元（房址、炉膛、

墓葬等）选择样品，这些木材或木炭遗存可直观反映先民在不同活动中的木材使用状况。

除此以外，尽可能提取木炭中的菌丝、表面裂纹以及反射率等其它反映人类活动的信息。

5.2  未来工作方向

根据我国木炭研究现状，未来可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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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木炭本身易破碎的特点，

未来需要研究不同种属木炭在形成温

度、埋藏环境各异的条件下以及木炭

样品浮选过程中发生破碎的程度，查

明由于木炭破裂程度的差异而导致的

超代表性、低代表性种属，减少解读

木炭组合特征以及定量重建研究过程

中可能产生的误差。

2）木炭鉴定过程中，需特别关

注菌丝、径向裂纹、驻洞、生长轮以

及玻化现象等树木学（dendrology）
方面的特征，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先民对薪材的选择策略。其中生

长轮曲率的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

木材直径大小，然而其准确性仍有待

在今后研究中加以提高
[86]
。

3）近年来，木炭稳定碳同位素

记录被作为一种新方法定量重建古气

图 7 木炭基本研究步骤
Fig.7 Scheme for the fossil charcoal research

候和古环境
[87, 88]

。由于不同种属植物有着不同的生态习性，其碳同位素值也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碳同位素方法的使用要求木炭的鉴定精度达到种一级。另外，木炭形成过程中的燃

烧温度也会极大地影响木炭稳定碳同位素组成
[89]
。所以，查明现生植物碳同位素组成与气

候环境之间的关系，剔除燃烧温度效应对木炭同位素的影响，成为提高古气候和古环境定

量重建精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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